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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考核导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视角的中国经验

朱金鹤,王雅莉,侯林岐

(石河子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0)

摘摇 要: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

的矛盾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三组利益悖论;利益悖论的破解需要更好地发挥地方政府的

作用,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和行为是破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

之一。 采用 2005—2017 年中国 268 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规制

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经济考核

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调整方向,研究发现:(1)经济竞争

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增长但不利于生态利益增长;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负向影

响至少可达 5 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 1 350 km 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后

减。 可见,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

期利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 (2)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和

生态利益共同增长;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 3 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

化,在空间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 可见,增加地方政府的规制竞争压力有利于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

互利。 (3)当政绩考核中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相等时,对地方政府产生的综合竞争压力

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 4 颐 6 时经济利

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 3 颐 7 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

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 可见,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权重下降,生态

考核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 因此,应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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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当期利益和远期

利益的共谋;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关键词:政绩考核;利益悖论;地方政府;竞争压力;生态文明建设;经济考核;生态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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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文明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刚需,而利益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张志敏 等,
2014) [1]。 破解利益动机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冲突,关乎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功与否,更关系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与否。 当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同时也是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张占仓,2020) [2]。 然

而,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地方政府间的激烈角逐在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恶化、区域

分化等诸多问题(Jin et al,2005;周黎安,2007) [3鄄4]。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WEF)发
布的《2018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8),中国的全球竞争力在 140 个参

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 28 名;而在耶鲁大学等单位发布的《2018 年全球环境绩效指数(EPI)报告》(2018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中,中国的环境绩效在 180 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位居 120 名。 因此,在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中必须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冶,要实现“绿水青山冶与“金山银山冶的双赢,并
强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 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当前人们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影响,进而带来不同利益诉求之间的冲

突。 家庭、企业与政府等经济主体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中包含着不同的利益格局,而差异化的

利益诉求催生了各种利益悖论(李雪娇 等,2016) [5]。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包含三个维度,即“竞
争冶维度下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统制冶维度下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冲突、“变革冶维度下当前

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张志敏 等,2014) [1]。 因此,通过多元共治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主体的

利益共容是推进生态文明协同发展的关键(张雪,2018) [6]。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不同利益诉求引发的利益悖论,需要政府通过规制来进行利益协调,尤其

是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

用。 其中,地方政府不仅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调控者,其本身也是具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经济主体。 获得更

好的政绩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的主要利益诉求之一,因而会产生政绩考核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间

的竞争态势必然影响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进而影响其对各种利益冲突的协调取向。 而政绩考核的标

准由上级政府确定,不同的政绩考核导向会给地方政府来不同的竞争压力,使地方政府具有不同的利益

诉求并采用不同的竞争策略,进而形成不同的利益协调机制。 那么,在经济社会生态发展实践中,政绩

考核带来的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实现具有怎样的影响? 政绩考核导向的调整是否有助于

利益悖论的破解? 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疑有利于深入认识政府行为在各种利益协调中的重要作用,并
为优化政绩考核标准和机制提供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学界普遍认为,政绩考核是产生中国地方政府竞争的直接原因,经济竞争会加剧环境治理困境,而
规制竞争会改善局部环境状况(毕睿罡 等,2019;詹新宇 等,2019;张彩云 等,2018;鲁篱 等,2018;何爱

平 等,2019;任克强,2017) [7鄄12]。 在以 GDP 为主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偏好于经济竞争,导致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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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动机不强(毕睿罡 等,2019;詹新宇 等,2019) [7鄄8];即使在政绩考核中加入一定的环境考核要求,地
方政府在规制竞争策略上也更倾向于选择“搭便车冶,导致环境治理水平不够理想(张彩云 等,2018;鲁
篱 等,2018) [9鄄10]。 詹新宇和曾傅雯(2019)、何爱平和安梦天(2019)通过动态面板模型及分位数回归分

析发现,经济竞争的环境污染效应显著为正,而且经济竞争的环境污染效应会随着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加

而加剧[8][11]。 张彩云等(2018)利用空间计量模型的研究表明,政绩考核能够影响生态政策执行效果和

污染治理水平,且合理的政绩考核指标可以使环境治理向“良性竞争冶的方向发展[9]。 而关于生态文明

建设的利益悖论,目前学界的研究集中于从理论上探讨利益悖论产生的原因、内在维度与破解路径等

(张志敏 等,2014;李雪娇 等,2016;张雪,2018) [1][5鄄6],缺乏相关话题的实证研究,
上述研究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尚未从政绩考核角度很好地解释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如何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 有鉴于此,本文针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局部利

益与整体利益这三组差异化利益,着重探究政绩考核带来的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不同的利益有着怎样

的影响以及利益悖论的存在性,进而考察政绩考核的导向调整能否通过转变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来实

现利益悖论的破解。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第一,在研究方法上,相关研究多侧重于竞争行为而忽

略了竞争压力,且已有文献对于竞争压力的衡量多以竞争行为来代替,或者用竞争行为强度的相对排位

来代表,这两种方法均不够精准。 本文运用压力算法构造了更加贴合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内涵的指标,丰
富和优化了竞争压力指标在实证中的运用。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当下关于政府行为与利益悖论之间关

系的探讨多从理论层面展开,鲜有文献通过实证研究来证明利益悖论的存在性。 本文将利益悖论拆解

为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三组差异化利益,通过检验地方政

府竞争压力对不同利益的影响来验证利益悖论的存在性。 第三,在研究深度上,以往文献对政绩考核导

向调整能否破解利益悖论的关注较少,更少相关实证检验。 本文用政绩考核中的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

权重比的变化来反映政绩考核导向的调整,进而探究在怎样的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权重配比下可以实

现利益悖论的破解。

二、理论框架

1.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

协调各种利益之间关系是实现生态文明的基础。 当下面临的生态困局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矛盾

所造成的,实质上是由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差异化利益的冲突所致(张志敏 等,2014;李雪娇

等,2016;张雪,2018) [1][5鄄6]。 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和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必然成为差异化利

益的共同诉求对象(张志敏 等,2014) [1]。 因而,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面临着以下三组差异化利

益的冲突(如图 1 所示):
第一,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对立。 按照委托代理理论,政府的施政行为来源于公民委托,因而政

府决策要体现公共利益(张彩云 等,2018) [9]。 但地方政府作为微观经济主体保留着自利性特征,加上

长期以来“唯 GDP冶的政绩考核方式,导致地方政府及官员偏向关注包括中央嘉奖和职位升迁在内的物

质利益(突出表现为任期内辖区经济利益)的实现程度(周黎安,2007) [4]。 因此,在资源稀缺条件下,地
方政府会通过提供财税优惠、降低环境规制水平等路径来吸引更多的资源流入本地(Boadway et al,
2002) [13],以牺牲生态文明的“肮脏增长冶来实现辖区经济利益最大化,进而取得更好的政绩(毕睿罡

等,2019) [7]。
第二,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 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地方政府,其行为同样具有“有限理性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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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在以经济增长为主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短期逐利对生态环境造成的长

期破坏(张志敏 等,2014) [1],导致环境规制的不完全执行在各地时有发生(张华,2018) [14],使得辖区内

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同时,在官员任期制的影响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投资那些投入少、回报快、风险低的

基础建设项目,减少短期增长效应不大的技术创新项目投入(李长青 等,2018) [15],或以重复建设来拉动

短期经济增长(任克强,2017) [12],导致地方经济社会生态发展的长期利益受损。
第三,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表明,“理性冶追逐个人利益的本位性特征

往往会导致社会集体利益的“非理性冶。 在以经济考核为主的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为了获取辖区的经

济优势,往往会限制资源外流、超越或者偏离政府职能、运用行政权力过度干预区域市场等(张雪,
2018) [6],导致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相互掣肘,产生环境污染的城乡转换、以邻为壑、东出西进等现象(李雪

娇 等,2016;沈坤荣 等,2017) [5][16],在改善地方生态环境时却使整体生态利益受损(鲁篱 等,2018;张
华,2018) [10][14]。

图 1摇 生态文明建设中地方政府面临的三组利益悖论

2.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

个体之间决策的相互影响会形成一种内生的社会互动,学界称之为“同群效应冶(Manski,2004;王雅

莉 等,2020) [17鄄18]。 当期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压力就源于“同群效应冶下前期个体行为选择的攀比;受“同
群效应冶的影响,当期竞争压力又会调控下期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黄建欢 等,2018) [19]。 竞争压力的

传导必然影响差异化利益的实现,但影响方向取决于竞争行为的性质。 当下,关于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

研究主要围绕“为增长而竞争冶和“为生态而竞争冶开展,对应于经济竞争与环境规制竞争(以下简称规

制竞争)两大类。 其中,经济竞争即地方政府在财政分权下所形成的 GDP 攀比,规制竞争是指地方政府

在环境治理空间外溢下为改善本地区生态环境而采取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
理论上来讲,经济竞争压力对生态利益、远期利益和整体利益可能存在负向影响:其一,经济竞争压

力会诱发地方政府竞相降低环境保护门槛(毕睿罡 等,2019;詹新宇 等,2019) [7鄄8],促使地方政府在减免

税、税收返还等财税竞争的基础上,开展“竞次式冶的招商引资,这使得财税竞争和引资竞争成为环境污

染的挡箭牌;其二,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普遍在 3 ~ 5 年,导致上级对地方官员的考察更偏重短期成

绩(何爱平 等,2019) [11],因而经济竞争压力下远期利益易被忽视;其三,经济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

地方政府间的不合作倾向,而单一地区的短视行为可能触发其他地区的效仿,使得经济增长陷入整体困

境,因而经济竞争压力也会有损于整体利益(严冀 等,2003;张宇,2018) [20][21]。 而规制竞争压力对生态

利益、远期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正向影响则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何爱平和安梦天(2019)研究认为,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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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规制对于环境保护、绿色发展效率均具有正向推动作用[11];秦昌波等(2015)指出,政府的环境规制行

为对 GDP 增长的影响非常小,但能实现明显的生态利益[22];任克强(2017)和张彩云等(2018)认为,规
制竞争压力可以改变地方政府短视化的政绩观,有利于地方政府走向发展绿色经济的正向模仿,实现整

体的“竞相向上冶,进而有益于整体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实现[9][12]。

3.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对利益悖论的破解

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是导致中国地方政府间展开竞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张彩云 等,
2018) [9],改革考核导向以纠正地方政府行为与中央政府目标函数的偏离,是破解利益悖论的关键途径

(张志敏 等,2014) [1]。 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中,经济增长是中国发展的首要需求,辖区经

济也曾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重点(周黎安,2007) [4]。 在这段时期内,“晋升锦标赛冶作为中国地方

政府官员的激励模式,很好地刻画了地方政府围绕“GDP冶考核目标而展开的针对属地资源的竞争行为。
一方面,在地方竞争上,中国地方政府及官员面临着财政分权下的经济激励和政绩考核下的晋升激励,
且相比经济激励,地方政府官员更关心升迁的机遇,这引发了地方政府间的激烈竞争(张彩云 等,
2018) [9];而且,在政绩考核的约束下,“晋升锦标赛冶的竞争格局几乎囊括了每一级的地方政府,上级政

府进行 GDP 攀比就会给下级政府提出较高的 GDP 要求,如此层层约束,逐层巩固(周黎安,2007) [4]。 另

一方面,在地方治理上,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动机和行为特征对环境治理来讲尤为

重要(王雅莉 等,2020) [18]。 若政绩考核重心长期偏向经济增长,则会逐层放大地方政府争夺稀缺资源

的自利性动机,而官员任期有限且调动频繁进一步使地方政府忽略“投入长、回报慢冶的环境治理,形成

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冶的格局(周黎安,2007;张彩云 等,2018;王雅莉 等,2020) [4][9][18]。
因此,纠正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失范是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利益悖论的直接方法之一,而调整政绩考

核导向则是优化地方政府竞争态势的根本路径。 当下,学界已有部分研究证明了政绩考核导向的调整

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实现:周黎安(2007)强调,需要将单一的经济考核转变为更具综合性的考核,以实现

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协调发展[4]。 张彩云等(2018)指出,如果政绩考核更注重生态绩效,政府有更多的

权力进行环境治理,“竞相到底冶的策略互动将变弱;如果政绩考核更注重经济绩效,地方政府过多的事

权反而导致“竞相到底冶的策略互动愈演愈烈[9]。 侯林岐和张杰(2020)提出,要针对性地调整政绩考核

指标体系及各个指标的权重,以此影响地方官员的施政行为[23]。 钱先航等(2011)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压

力中环境、民生指标的权重,证明了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机制的生态化能够有效抑制不良贷款的累积[24]。
李长青等(2018)研究发现,随着环境与民生政绩指标权重的持续增加,地方政府竞争对生产率损失的影

响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15]。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处理

1. 模型构建

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识别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进而探索政绩考核导

向调整对利益悖论的调节作用。 基础计量模型设定如公式(1)所示。 考虑到环境规制与生态利益之间

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沈坤荣 等,2017) [16],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并缓解内生性问题,在分析规制竞争压

力对生态利益的影响时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如公式(2)所示。
Yit =琢+茁PRE it+兹X it+浊i+滋t+着it (1)
Yit =琢+滓Yit-1+茁PRE it+兹X it+着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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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 和 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Y 为被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利益冶“生态利益冶“综合利益冶,分别

用城市当期创造的经济绩效、生态绩效和综合绩效衡量;核心解释变量为“竞争压力(PRE)冶,包括“经济

竞争压力冶“规制竞争压力冶和“综合竞争压力冶;X 为控制变量;浊i 为城市固定效应,滋t 为时间固定效应,
着it为随机误差项。

2. 被解释变量

(1)“经济利益冶。 本文的经济利益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在“为增长而竞争冶的动力下所带来的经济绩

效,参考张彩云等(2018)的研究[7],采用实际 GDP 增速来衡量“经济利益冶。
(2)“生态利益冶。 本文的生态利益主要考察地方政府在“为生态而竞争冶的动力下所产生的环境污

染水平,污染越大则表明地方政府对生态利益的维护越差。 借鉴沈坤荣等(2017)的方法[16],选用工业

废水、SO2、烟尘排放量三个变量构造污染排放总指数淤,相对于全国的污染排放水平越低,则环境绩效越

好,环境利益实现程度越高。
(3)“综合利益冶。 本文的综合利益主要考察地方政府管理辖区的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局部利益

与整体利益。 综合利益代表区域经济发展的质量,其指标的选取需兼顾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两个维度,
且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当期与远期利益、局部与整体利益的衡量均不能将生态与经济割裂开来。 目前,
关于“绿水青山冶与“金山银山冶究竟该分别赋予多少权重去衡量,尚未有指导性意见。 因而,本文采用

绿色经济效率(ML 指数)来衡量城市的综合利益。 以 268 个城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 SBM 模型测

度;借鉴张治栋和秦淑悦(2018)的指标构建方法[25],以劳动力(年末就业人数)、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

资)和能源消费(全社会用电总量)作为投入变量,以实际 GDP 为期望产出,以工业废水、SO2、烟尘排放

量为非期望产出;运用 MAXDEA 6郾 0 软件在规模报酬不变(VRS)的假设前提下测算得到 ML 指数。

3. 核心解释变量

三个核心解释变量的测度参考黄建欢等(2018)对于高位压力的计算方法[19],其核心思想是:用 t鄄1
期城市 i 与其他城市在竞争行为上的差值与空间权重矩阵相乘来衡量 t 期城市 i 的竞争压力。 这种滞后

性的处理方法一方面可以体现当期的竞争压力是由上期的竞争行为造成,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规制

竞争行为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测算方法如公式(3) ~ (5)所示。

PRE it = 移
j沂H

Wij[Action j( t -1) - Actioni( t -1)],if Action j( t -1) 逸 Actioni( t -1),j 沂 子i (3)

Wij = Dij /移
j沂H

Dij (4)

PRE it忆=
[PRE it-min(PRE it)]

[max(PRE it)-min(PRE it)]
(5)

其中:PRE it为竞争压力;PRE it忆为消除量纲的竞争压力于;Action 为经济竞争行为或规制竞争行为;D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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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指数构造方法为: Evij = Eij /移n

i = 1

Eij

n ,ECOi = - Evi1 + Evi2 + Evi3( )3
。 其中:Eij为城市 i 污染物 j 的排放量,Evij为

城市 i 污染物 j 相对全国平均水平的排放指数,Evij的数值越大,表示城市 i 污染物 j 的相对排放水平在全国范围内越高。
考虑到系数比较的方便,将 Evij这一逆向指标取负数正向化,以此衡量“生态利益冶。

考虑“综合竞争压力冶的计算需要“经济竞争压力冶与“规制竞争压力冶可比,因而在测算竞争压力的时候消除了量

纲,将测量值固定在 0 到 1 之间。



代表城市 i 与城市 j 间的球面距离,根据城市的经纬度计算得到;子i 为城市 i 周边一定距离内所有城市的

集合。 一定范围内,在 t鄄1 期比城市 i 竞争行为高的所有城市构成一个集合,用城市间距离代表给城市 i
造成高位压城市的空间权重,则可以得到一定范围内的城市 i 的竞争压力。 比如,若要测度城市 i 在 350
km(半径)范围内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则首先需在 350 km 范围内筛选出竞争行为高于城市 i 的所有城市

组成集合 H,再测算出城市 i 与城市 j 间的距离占集合 H 内所有城市与城市 i 距离总和的比重(作为空间

权重),最后计算出城市 i 与集合 H 内其他城市竞争行为的差值和空间权重的乘积的累加值。
(1)“经济竞争压力冶。 各城市的当期经济竞争压力来源于上期其与一定距离范围内其他城市经济

竞争结果的差异。 本文采用认可度较高的组合型指标来衡量经济竞争行为,包括财政型竞争、投资型竞

争和引资型竞争三种(马青 等,2016;邓金钱 等,2018;张华,2014) [26鄄28]。 其中,财政型竞争行为采用地

方财政支出与收入的比值来测度,反映地方政府争取辖区内独立经济利益的积极性;投资型竞争行为采

用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来测度,反映地方政府筑巢引凤的努力程度;引资型竞

争行为采用各城市 FDI 占全国的比重来测度,反映地方政府争夺流动性要素的能力。 三种竞争行为均

属于正向指标,进行熵权处理后依照公式(3) ~ (5)计算出“经济竞争压力冶。 城市的“经济竞争压力冶越
大,则该城市地方政府的行为越可能偏向经济增长,反之则反是。

(2)“规制竞争压力冶。 各城市的规制竞争压力来源于其与一定距离范围内其他城市规制竞争结果

的差异。 本文采用认可度较高的绩效型指标来考察规制竞争行为,参考沈坤荣等(2017)和黄建欢等

(2018)的研究[16][19],采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SO2 去除量率、粉尘去除率三个指标,用熵权求得

综合去除率(综合去除率越高则规制竞争行为越强),再根据公式(3) ~ (5)计算出“规制竞争压力冶。
(3)“综合竞争压力冶。 从利益关系的角度来讲,“绿水青山冶就是“金山银山冶,但从利益实现的角度

来看,当经济竞争与规制竞争同等施压时,能否达成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共赢? 这一点尚待考究。 因

而,一方面,采用“经济竞争压力冶与“规制竞争压力冶统一量纲后的均值来衡量“综合竞争压力冶,以考察

经济与生态同等考核比重下是否存在利益悖论;另一方面,通过对政绩考核中的指标权重调整来构成

“新型综合竞争压力冶,以反映政绩考核导向的调整,进而达到寻求利益悖论破解点的目的。 “新型综合

竞争压力冶的建构方法参考钱先航等(2011)和李长青等(2018)的研究[15][24],在统一“经济竞争压力冶与
“生态竞争压力冶量纲的基础上,按“经济竞争压力冶与“生态竞争压力冶的不同权重进行构建。 比如“经
济竞争压力冶和“生态竞争压力冶的权重分别为 9 和 1 时,则“综合竞争压力 91冶 =“经济竞争压力冶伊0郾 9+
“生态竞争压力冶伊0郾 1,以此类推形成“综合竞争压力 91冶“综合竞争压力 82冶“综合竞争压力 73冶“综合

竞争压力 64冶“综合竞争压力 46冶“综合竞争压力 37冶“综合竞争压力 28冶“综合竞争压力 19冶八个“新型

综合竞争压力冶指标,前文的“综合竞争压力冶也可视为“综合竞争压力 55冶。

4.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冶“财政科教支出冶“科教能力冶“失业率冶“金融规模冶“人口

密度冶。 其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冶采用“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冶来衡量(刘哲 等,2021) [29],“财政

科教支出冶采用“科学和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冶来衡量(庞雨蒙 等,2020) [30],“科教能力冶采用“亿
人拥有大学老师数冶来衡量(王雅莉 等,2020) [18],“失业率冶采用“失业人数 /年末总人口冶来衡量(任栋

等,2014) [31],“金融规模冶 采用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与城市 GDP 的比值冶 来衡量 (刘哲 等,
2021) [29];人口密度采用“年末总人口 /行政区面积冶来衡量(黄建欢 等,2018) [19]。

5.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 2006—2018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中的相关数据。 同时,为了保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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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统一,剔除了数据缺失严重的一些城市,最终研究样本包括 268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量超过

总量的 90% ,且尽量保留了各省省会和代表性城市。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摇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为 3 484)

变量 测算方法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经济利益 城市 GDP 增长率 11郾 469 4郾 200 -7郾 500 37郾 000

生态利益 污染排放总指数(取负值) -1摇 摇 1郾 485 -52郾 130 -0郾 022

综合利益 利用 MAXDEA 6郾 0 核算的 ML 指数 1摇 摇 0郾 226 0郾 222 3郾 794

经济竞争压力 通过公式(3)(4)(5)核算得出 0郾 181 0郾 066 0摇 摇 1摇 摇

规制竞争压力 通过公式(3)(4)(5)核算得出 0郾 247 0郾 186 0摇 摇 1摇 摇

综合竞争压力 (经济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 / 2 0郾 214 0郾 094 0郾 018 0郾 850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产值 /第二产业产值 0郾 846 0郾 416 0郾 094 4郾 920

财政科教支出 科学和教育支出 /财政支出 0郾 197 0郾 046 0郾 006 0郾 497

科教能力 亿人拥有大学老师数 0郾 483 0郾 934 0郾 000 6郾 972

失业率 失业人数 /年末总人口 5郾 694 3郾 043 0郾 297 26郾 679

金融规模 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城市 GDP 1郾 306 1郾 200 0郾 075 24郾 800

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 /行政区面积 4郾 297 3郾 236 0郾 047 26郾 483

四、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

1.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影响

表 2 报告了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压力冶“规制竞争压力冶 “综合竞争压力冶对“经济利益冶和“生态利

益冶的影响。 回归方法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地区和时间效应;虑到环境规制与生态利益之间可能产

生内生性问题,又采用动态面板以系统两步 GMM 方法回归加以对比。 回归结果表明:经济竞争压力的

增强激化了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而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协调,在
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等权重考核的综合竞争压力下依然存在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

具体来看:第一,“经济竞争压力冶对“经济利益冶的估计系数在模型(1)(5)中显著为正,对“生态利

益冶的估计系数在模型(3)(7)中显著为负。 可见,地方政府围绕本地经济利益通过筑巢引凤、争夺流动

性要素等形成的经济型攀比,推动了 GDP 的增长,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的加剧,经济竞争压力的加大将强

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 第二,“规制竞争压力冶对“经济利益冶的估计系数在模型(1)(5)中显著

为正,对“生态利益冶的估计系数在模型(3)(7)中也显著为正。 表明地方政府间围绕去污减排开展的模

仿性规制竞争不但能减少环境污染,也会倒逼 GDP 增速上升(符合“波特假说冶),能够形成地方政府“为
生态而竞争冶的“竞相向上冶的策略互动,有益于生态文明发展下的绿色增长,这与张彩云等(2018)的研

究结论一致[9]。 第三,“综合竞争压力冶对“经济利益冶的估计系数在模型(2) (6)中显著为正,对“生态

利益冶的估计系数在模型(4)中为负但不显著、在模型(8)中显著为负。 这表明,如果在对地方政府的政

绩考核中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等权重,仍然不能破解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 其原因在于两种

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经济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激励弹性大于

生态竞争压力对地方政府规制行为的激励弹性。 地方政府官员任期有限且调动频繁,环境治理投入大、
回报慢,而经济绩效见效快,更容易凸显政绩,因而在生态考核与经济考核的同等权重的情形下,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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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官员更偏好于“为增长而竞争冶。

表 2摇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影响

变量

静态面板 动态面板

经济利益 生态利益 经济利益 生态利益

(1) (2) (3) (4) (5) (6) (7) (8)

经济竞争压力
4郾 202***

(3郾 500)
-0郾 748*

(-1郾 893)
3郾 153***

(3郾 045)
-1郾 918***

(-15郾 130)

规制竞争压力
0郾 648*

(1郾 717)
0郾 050*

(1郾 649)
0郾 988**

(2郾 002)
1郾 093***

(23郾 595)

综合竞争压力
1郾 935***

(2郾 683)
-0郾 044

(-0郾 126)
1郾 070**

(2郾 222)
-0郾 508***

(-10郾 625)

产业结构高级化
3郾 317***

(12郾 374)
3郾 301***

(12郾 303)
0郾 125

(0郾 965)
0郾 128

(0郾 994)
2郾 513***

(7郾 786)
2郾 501***

(8郾 572)
1郾 043***

(39郾 688)
1郾 080***

(36郾 387)

财政科教支出
-8郾 395***

(-4郾 557)
-8郾 396***

(-4郾 552)
0郾 618

(0郾 697)
0郾 615

(0郾 727)
-6郾 502***

(-4郾 185)
-6郾 793***

(-4郾 455)
0郾 338**

(2郾 574)
0郾 313**

(2郾 299)

科教能力
1郾 024***

(3郾 246)
1郾 282***

(4郾 245)
0郾 411***

(2郾 705)
0郾 469***

(3郾 226)
3郾 416***

(5郾 077)
4郾 119***

(5郾 237)
0郾 609***

(15郾 670)
0郾 476***

(11郾 544)

失业率
-0郾 057**

(-2郾 388)
-0郾 057**

(-2郾 394)
0郾 004

(0郾 364)
0郾 003

(0郾 323)
-0郾 314***

(-7郾 364)
-0郾 315***

(-7郾 209)
-0郾 008***

(-2郾 759)
-0郾 006*

(-1郾 842)

金融规模
0郾 197***

(3郾 210)
0郾 184***

(3郾 007)
-0郾 002

(-0郾 052)
0郾 001

(0郾 044)
0郾 170***

(3郾 922)
0郾 146***

(4郾 053)
-0郾 031***

(-9郾 840)
-0郾 036***

(-11郾 010)

人口密度
0郾 310**

(2郾 298)
0郾 313**

(2郾 315)
-0郾 006

(-0郾 086)
-0郾 006

(-0郾 095)
0郾 297***

(2郾 944)
0郾 219**

(2郾 006)
-0郾 123***

(-7郾 344)
-0郾 140***

(-8郾 405)

L. Y - - - -
0郾 674***

(43郾 770)
0郾 692***

(49郾 217)
0郾 003***

(4郾 564)
-0郾 001

(-0郾 690)

常数项
16郾 873***

(24郾 574)
17郾 015***

(24郾 819)
-1郾 296***

(-3郾 918)
-1郾 264***

(-3郾 832)
5郾 792***

(7郾 620)
5郾 783***

(8郾 121)
-2郾 682***

(-34郾 742)
-2郾 767***

(-41郾 942)

地区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郾 599 0郾 598 0郾 033 0郾 032 - - - -

AR(2) - - - - 0郾 264 0郾 220 0郾 103 0郾 110

Sargan - - - - 1郾 000 1郾 000 1郾 000 1郾 000

样本量 3 484 3 484 3 484 3 484 3 216 3 216 3 216 3 216

摇 摇 摇 注:***、**、*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下表同。

2.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影响

表 3 报告了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影响。 由于当期的核心解释变量无法向未

来的被解释变量去求证影响关系,因而本文用当期、滞后 1 ~ 4 期的核心解释变量对当期的被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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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有着长期的负向作用,时间长度至少可达 5 年且影

响效力逐年递增;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作用可保持 3 年时间;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等权

重考核的综合竞争压力下依然存在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
具体看来:第一,从模型(1)(3)(5)(7)(9)可以看出,当期、滞后 1 ~ 4 期的“经济竞争压力冶对“综

合利益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且绝对值递增,当期、滞后 1 ~ 2 期的“规制竞争压力冶对“综合利益冶的估

计系数显著为正但绝对值递减。 这说明,一方面,经济竞争压力对远期综合利益的负向影响大于对当期

综合利益的影响,“为增长而竞争冶会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另一方面,“为生态而竞争冶对综

合利益的正向影响也不限于当期,能产生滞后 2 期的正向推动,即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当期利益

与远期利益的协调。 第二,从模型(2)(4)(6)(8)(10)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压力冶对当期“综合利益冶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滞后 3 ~ 4 期后开始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

同等权重的政绩考核还不能破解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 这种冲突的直接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官员

以政绩升迁、经济收益为主要利益诉求,行为具有“短视性冶和“有限理性冶;加上 3 ~ 5 年的任期使得地方

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具有短期性,其与生态保护回报的长期性之间的反差成为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冲

突的深层原因(张彩云 等,2018) [9]。

表 3摇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影响

变量

当期综合利益 远 1 期综合利益 远 2 期综合利益 远 3 期综合利益 远 4 期综合利益

压力寅
综合利益

压力(-1)寅
综合利益

压力(-2)寅
综合利益

压力(-3)寅
综合利益

压力(-4)寅
综合利益

(1) (2) (3) (4) (5) (6) (7) (8) (9) (10)

经济竞争

压力

-0郾 184***

(-11郾 418)
-0郾 191***

(-11郾 706)
-0郾 237***

(-13郾 535)
-0郾 317***

(-17郾 111)
-0郾 339***

(-16郾 768)

规制竞争

压力

0郾 092***

(5郾 681)
0郾 071***

(3郾 573)
0郾 056***

(2郾 631)
0郾 036

(1郾 018)
0郾 039

(1郾 355)

综合竞争

压力

0郾 002*

(1郾 865)
0郾 001

(0郾 080)
-0郾 016

(-1郾 297)
-0郾 046***

(-3郾 546)
-0郾 040***

(-2郾 991)

常数项
0郾 424***

(41郾 453)
0郾 418***

(39郾 762)
0郾 407***

(34郾 687)
0郾 395***

(32郾 810)
0郾 399***

(32郾 576)
0郾 394***

(30郾 925)
0郾 420***

(32郾 256)
0郾 419***

(30郾 207)
0郾 450***

(31郾 607)
0郾 4350***

(28郾 636)

控制

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

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郾 039 9 0郾 364 0郾 039 7 0郾 036 2 0郾 039 8 0郾 035 0 0郾 043 4 0郾 035 9 0郾 045 3 0郾 037 2

样本量 3 484 3 484 3 216 3 216 2 948 2 948 2 680 2 68 0 2 412 2 41 2

摇 摇 注:控制变量估计结果略,备索,下表同。

3. 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影响

本文以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影响的距离范围来刻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全距离下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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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系数代表对整体利益的影响,分距离下的回归估计系数代表对不同范围内局部利益的影响。 图 2
报告了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对局部利益、整体利益的影响。 其中,纵坐标表示三种竞争压力对不同范围内

综合利益的系数估计值;横坐标表示城市间的地理距离(Dij),括号内为 Dij / 移Dij(即该段地理距离在全

国城市间地理距离中的占比,占比越少,说明处于该段距离的城市越少,代表的利益范围就越局部,反之

反是)。 具体分析思路如下:首先,306郾 379 km 是中国城市间最小的“门槛距离冶(黄建欢 等,2018) [19],
距离阈值的设定应在 350 km 才能确保每一个城市都至少有一个邻近的城市,故而选取 350 km 为最小的

距离阈值;然后,对 Dij 进行调整,以 350 km、550 km、750 km、950 km、1 150 km、1 350 km、1 550 km 和全

距离为距离阈值,测算出每个城市在各段距离范围内所承受的来自其他城市的三种竞争压力;接着,将
各段距离下的三种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进行回归,回归方法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最后,得出各段距离下

三种竞争压力的系数估计值并制图。

图 2摇 基于距离阈值的三种竞争压力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影响

注:空心圆处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其他点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竞争压力会带来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而规制竞争压力会带来局部利益

和整体利益的互利;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等权重考核时,综合竞争压力对全距离整体利益的影响为

正,对 1 550 km 范围内的局部利益影响为负,无法破解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矛盾。
具体来看:第一,在所有距离范围,“经济竞争压力冶对“综合利益冶均呈现负向影响,且这种负向影

响以 1 350 km(64郾 38%的城市间距离)为峰点,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先加深后减弱。 这表明,对于全国

城市来讲,经济竞争压力的增加在带来局部综合利益损失的同时,也加剧了整体利益的损失。 而超过

1 350 km 之后负向影响的减弱说明“为增长而竞争冶的负向影响通常在同省或者同经济地理区域之内更

为明显。 城市间距离过远则经济竞争的先天基础、目标设定均不一致,导致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

负向影响在超过一定范围后会随着地理距离的进一步扩大而减弱。 第二,“规制竞争压力冶对“综合利

益冶的正向影响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而上升。 这说明,规制竞争压力在促进局部利益的同时,对整体利

益的促进作用更大,即规制竞争压力会带来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 第三,“综合竞争压力冶的估计

系数在 1 150 km 和 1 350 km 两个阈值处不显著(图中空心圆点处),其对全距离的整体利益、350 km
(8郾 34%的城市间距离)范围内的局部利益有正向影响,对 1 550 km(74郾 19%的城市间距离)范围内的局

部利益有负向影响。 这说明,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等权重的政绩考核机制下,综合竞争压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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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带来小范围的利益增进和大范围利益的下降,两者力量平衡之下,对全距离整体利益的促进作用微弱

(系数为 0郾 002,显著性为 10% )。 其原因在于,在地方分割型管理体制下各地方政府具有独立利益(张
雪,2018) [6],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过于强调与其管辖地区的发展业绩挂钩,造成地方政府行为具有

较强的“本位性冶和区域间的“竞争性冶。

五、政绩考核导向调整对利益悖论的破解

上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同等权重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的综合竞争压

力不足以破解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
那么,通过调整政绩考核导向来调节竞争压力,能否纠正地方政府行为在“自利性冶和“有限理性冶下的

“短视性冶与“本位性冶,从而实现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共赢、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两全、局部利益与

整体利益的互利? 这是下文要探究的问题。 本文参考钱先航等 (2011) 和李长青等 (2018) 的做

法[24][15],将经济竞争压力与规制竞争压力以不同的权重构造一系列综合竞争压力指标,以考察在怎样

的经济与生态考核权重结构下形成的综合竞争压力可以破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利益悖论。

1. 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对立的破解

表 4 报告了一系列“新型综合竞争压力冶对“经济利益冶和“生态利益冶的影响。 随着政绩考核机制

中经济考核权重的下降和生态考核权重的上升,“新型综合竞争压力冶对“经济利益冶的影响始终为正但

绝对值有下降趋势,而对“生态利益冶的影响由负转正;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4 颐 6 ~ 1 颐 9 时,
可以形成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共赢的局面。 具体来看: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在 9 颐 1 ~ 7 颐 3
之间时,综合竞争压力对经济利益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生态利益有着显著的负向作用,表现为经

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6 颐 4 时,综合竞争压力对生态利益负向

影响的显著性消失(静态面板);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4 颐 6 ~ 1 颐 9 时,静态面板下综合竞

争压力对生态利益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动态面板下综合竞争压力对生态利益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经

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性消失。

表 4摇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对立的破解

变摇 量

静态面板 动态面板

经济利益 生态利益 经济利益 生态利益

(1) (2) (3) (4)

综合竞争压力 91 4郾 870***(3郾 872) -0郾 684*(-1郾 828) 2郾 933***(2郾 723) -2郾 821***(-23郾 397)

综合竞争压力 82 4郾 475***(3郾 808) -0郾 477*(-1郾 742) 1郾 209*(1郾 713) -3郾 344***(-28郾 452)

综合竞争压力 73 3郾 506***(3郾 452) -0郾 266*(-1郾 756) 0郾 275(0郾 262) -2郾 978***(-20郾 723)

综合竞争压力 64 2郾 600***(3郾 042) -0郾 125(-0郾 304) 0郾 648(0郾 655) -1郾 116***(-11郾 317)

综合竞争压力 46 0郾 015**(2郾 393) 0郾 001(0郾 003) 1郾 204*(1郾 709) 0郾 026***(8郾 649)

综合竞争压力 37 1郾 158**(2郾 164) 0郾 026(0郾 099) 1郾 179(1郾 555) 0郾 042***(10郾 285)

综合竞争压力 28 0郾 933**(1郾 981) 0郾 039(0郾 172) 1郾 163*(1郾 855) 0郾 052***(11郾 143)

综合竞争压力 19 0郾 770*(1郾 833) 0郾 046(0郾 229) 1郾 098**(1郾 963) 0郾 066***(17郾 435)

摇 摇 摇 注:表中的系数估计值均为一次回归,各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地区效应和时间效应,下表同。

2. 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冲突的破解

表 5 报告了各“新型综合竞争压力冶对“综合利益冶的影响及其时效。 随着政绩考核机制中经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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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的下降和生态考核权重的上升,综合竞争压力对当期利益、远期利益的影响均由负向转为正向;当
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3 颐 7 ~ 1 颐 9 时,可以形成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两全的局面。 具体来

看: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在 9 颐 1 ~ 6 颐 4 之间时,综合竞争压力对当期和远期综合利益的影

响均为负,且这种负向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加强;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4 颐 6 时,综合竞争压

力对当期和远 1 ~ 2 期综合利益的影响转正(不显著);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3 颐 7 时,综合

竞争压力对当期利益和远 1 期综合利益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对远 3 期综合利益的负向作用不再显著;当
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2 颐 8 和 1 颐 9 时,综合竞争压力对当期综合利益和远 1 ~ 2 期综合利益

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对远 3 ~ 4 期综合利益的影响也转为正向。 综上所述,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生态

考核权重增大)可以破解当期利益和远期利益的冲突。

表 5摇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对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冲突的破解

变量

当期综合利益 远 1 期综合利益 远 2 期综合利益 远 3 期综合利益 远 4 期综合利益

综合竞争压力

寅综合利益

(1)

综合竞争压力(-1)
寅综合利益

(2)

综合竞争压力(-2)
寅综合利益

(3)

综合竞争压力(-3)
寅综合利益

(4)

综合竞争压力(-4)
寅综合利益

(5)

综合竞争压力 91
-0郾 117***

(-7郾 549)
-0郾 184***

(-10郾 323)
-0郾 231***

(-12郾 154)
-0郾 317***

(-15郾 853)
-0郾 333***

(-15郾 286)

综合竞争压力 82
-0郾 089***

(-5郾 742)
-0郾 134***

(-7郾 529)
-0郾 174***

(-9郾 281)
-0郾 250***

(-12郾 689)
-0郾 252***

(-11郾 906)

综合竞争压力 73
-0郾 052***

(-3郾 628)
-0郾 072***

(-4郾 453)
-0郾 102***

(-6郾 064)
-0郾 159***

(-9郾 009)
-0郾 161***

(-8郾 210)

综合竞争压力 64
-0郾 022*

(-1郾 757)
-0郾 026*

(-1郾 860)
-0郾 048***

(-3郾 344)
-0郾 089***

(-5郾 893)
-0郾 094***

(-5郾 205)

综合竞争压力 46
0郾 007

(0郾 749)
0郾 015

(1郾 490)
0郾 002

(0郾 203)
-0郾 020*

(-1郾 819)
-0郾 016

(-1郾 378)

综合竞争压力 37
0郾 012**

(2郾 034)
0郾 022**

(2郾 524)
0郾 012

(1郾 313)
-0郾 005

(-0郾 532)
-0郾 002

(-0郾 182)

综合竞争压力 28
0郾 015**

(2郾 125)
0郾 025***

(3郾 300)
0郾 017**

(2郾 154)
0郾 004

(0郾 448)
0郾 006

(0郾 728)

综合竞争压力 19
0郾 016***

(2郾 580)
0郾 027***

(3郾 896)
0郾 020***

(2郾 806)
0郾 009

(1郾 213)
0郾 011

(1郾 437)

3.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的破解

图 3 报告了不同地理范围内“新型综合竞争压力冶对“综合利益冶的影响。 随着政绩考核机制中经济

考核权重的下降和生态考核权重的上升,综合竞争压力对局部利益、整体利益的影响均由负向转为正

向;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3 颐 7 ~ 1 颐 9 时,可以形成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互利的局面。 具

体来看: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9 颐 1 ~ 6 颐 4 时,综合竞争压力对各距离下的综合利益影响

均为负,即说明考核机制的经济化会阻碍局部和整体利益的实现,且经济考核的权重越高则综合利益的

损失越大;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4 颐 6 时,350 km ~1 550 km 范围内的系数估计值均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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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了同权重考核下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对立(上文图 2 中,350 km 范围内的局部利益系数估计值为

正,而 550 km ~1 550 km 范围内局部利益系数估计值为负);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为 3 颐 7 ~
1 颐 9 时,综合竞争压力对各距离范围内的综合利益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实现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协

同正向增长。 综上所述,政绩考核导向的生态化能够破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

图 3摇 政绩考核导向调整对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的破解

注:空心圆处的系数估计值不显著,其他点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从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三组差

异化利益出发,采用 2005—2017 年中国 268 个样本城市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模型来识别地方政府经济

竞争压力、规制竞争压力和综合竞争压力对差异化利益的影响,以验证利益悖论的存在性,并通过改变

政绩考核中的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权重比例来寻求破解利益悖论的政绩考核导向,研究发现:(1)地方

政府经济竞争压力对经济利益的估计系数为正,但对生态利益的估计系数为负;经济竞争压力对综合利

益的负向影响至少可达 5 年,且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增强,在空间趋势上以 1 350 km 的地理距离为界先增

后减。 可见,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压力过高会激化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

益的两难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俱损。 (2)地方政府规制竞争压力对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规制竞争压力对综合利益的正向影响可持续 3 年,但在时间趋势上趋于弱化,在空间

趋势上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趋于强化。 可见,地方政府规制竞争压力的增强有利于经济利益与生态利

益的共赢,并带来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两全以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互利。 (3)当地方政府政绩考

核中的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权重相等时,地方政府的综合竞争压力还不足以破解三组利益悖论共存的

局面;当经济考核与生态考核的权重比达到 4 颐 6 时,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对立得到破解;达到 3 颐 7
时,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冲突得到缓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也得到破解。 可见,政绩考核导

向的生态化调整(经济考核的权重下降,生态考核的权重上升),能够实现三组利益悖论的竞相破解。 基

于上述结论,为更好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利益悖论的破解,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对政绩考核导向进行生态化调整,促进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的共赢。 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间

过度的经济竞争是加剧生态文明建设中利益悖论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利益悖论的破解有赖于政绩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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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调整对地方政府竞争压力和行为的调节。 因而,推进政绩考核的生态化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破

解利益悖论的有效路径。 具体来讲:其一,建立和完善以“生态硬约束冶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和激励约束机

制,包括年度考核、目标责任考核、绩效考核、任职考察、换届考察在内的政绩考核均需要以环境保护为

主要依据。 其二,不断优化生态考核指标的量化设计,加快将生态建设的要求转化为能够有效考核的客

观标准,并尽可能地将主要污染物的减排均纳入考核指标体系。 其三,政绩考核评判应基于历史和现实

情况,持续、动态地考核识别干部,树立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的地方施政理念。
第二,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追评追责机制,推进远期利益和当期利益的共谋。 当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冲

突的深层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及官员绩效考核的“短期性冶与生态建设回报的“长期性冶之间的不匹配,消
除这种不匹配是增强地方政府治污动机和能力的重中之重。 具体来讲:其一,建立生态环境考核的追评

追责机制,对调离的地方官员进行 3 ~ 5 年的生态绩效评估,并终身追责,对造成生态环境和资源严重破

坏的地方官员,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退休,均应严格追责。 其二,强化内部生态监督机制,开列负面

清单,在内部监督机制上将“党政同责冶“一岗双责冶“一票否决冶制度化。 其三,充分发挥外部生态监督作

用,支持和规范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健全相关法律,保障非政府环保组织的合法权益,形成公

众、社会组织与政府“多元共治冶的环境治理体系。
第三,统筹协调各地异质性利益诉求,增强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共容。 理顺区域间的利益关系是

化解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的核心环节,且生态环境具有公共资源属性与空间延展性,单一的基于行

政区划的治污方式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相矛盾,仅靠一个或某些地区的单打独斗难以取得良好的环境

治理效果,必须实现各地区的协同治理。 具体来讲:其一,建立和完善区域间利益分享机制,探寻各地方

政府间的利益契合点,确定各地发展的比较优势并实现产业发展的合理空间布局。 其二,建立和完善地

方间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和共同发展基金、共享公共基础设施等方式对为长远利益

而放弃短期利益的合作方进行利益弥补。 其三,建立健全资源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生态保护地与受益

地之间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园区建设、产业合作等路径支持资源输出地和生态保护地发展替代产业,
形成资源型地区和生态脆弱区域经济发展转型的长效机制。

本文的研究取得了较为有意义的实证发现与政策启示,但尚有不足和有待进一步探索的地方:本文

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是以“晋升锦标赛冶激励模式为理论基础的,而当下“达标赛冶激励模式也在全国

各地普遍存在,比如“文明城市冶的评选等。 这种通过“标杆竞争冶来引导地方政府关注非经济领域发展

的实践广泛存在,而本文未能将这种竞争模式纳入研究框架。 一个城市获得某种城市荣誉会给周边城

市带来怎样的策略选择与竞争压力? 如何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考核竞争冶与“标杆竞争冶
的内在关联? 在这种双重激励模式之下,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与竞争压力有何特征与趋势? 等等。 这

些都是尚待深入思考和持续研究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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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ther the Orientation Adjustment of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an Break the Paradox of Interests?:
China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etitive Pressure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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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Xinjiang,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the conflict between 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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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s and long鄄term interest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ocal interests and overall interests constitute
the interests paradox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adjusting the competition pressure and behavior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the
orientation adjustment of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to crack this paradox.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268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5 to 201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ve pressure, regulatory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 pressure on differentiated
interests and interests paradox, and tries to find the orientation adjustment of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for
breaking the interests paradox by changing the weight proportion of economic examination and ecological
examin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ressure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s
beneficial to economic interests but not to ecological interest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conomic competition
pressure on comprehensive interests can reach five years in the time range and the effect is deepening year by
year. In spatial trend, the geographical distance of 1 350 km is the boundary and the effect first increases and
then decreases,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xcessive competitive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can intensif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bring the difficulty in current interests and
long鄄term interests and result in the destruction of local interests and overall interests. (2) The pressure of
regulation 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s beneficial to the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competition pressure on the promotion of comprehensive interests is only three
years and tends to weaken in the time range, and gradually deepens with the increase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in the spatial trend, which shows that the regulation competition pressure of local governments is conducive to
the double鄄win of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brings current interests and long鄄term interests
and supports local interests and overall interests. (3) The solution to the paradox of interests depends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orientation of performance appraisal to the pressure of competition. When the ratio of
economic appraisal to ecological appraisal is 4 颐 6,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will be solved; When the ratio reaches 3 颐 7, the conflict between current and long鄄term interests will be
solved,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local and overall interests will be solved, which reveal that the
ecologicalization adjustment of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orientation (economic examination weight decreases but
ecological examination weight increases) can break the interests paradox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Therefore,
we should adjust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orientation, boost the double鄄win between economic interests and
ecological interests, set up and perfect the mechanism of examination and responsibility鄄taking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鄄plan current interests and long鄄term interests, overall coordinate the heterogeneous interests
appeal and increas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local interests and overall interests.
Key words: performance examination; interests paradox; local government; competitive pressur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economic examination; ecologic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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